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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电图在意识障碍认知运动分离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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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意识障碍是重症脑损伤常见的并发症，包括昏迷、植物状态（UWS）/ 无反应性觉醒综合征（VS）

和微意识状态（MCS）。对于在床旁未表现出意识行为体征，但在高级成像和脑电图（EEG）测试中有大脑激

活证据的患者，称之为认知运动分离（CMD）。大约 25% 的行为学无反应的患者通过 EEG 和功能性磁共振成

像（fMRI）可以检测到这种隐蔽意识。CMD 的出现与预后密切相关，具有重要意义。EEG 作为一种无创、可床

旁操作的工具，结合多种检测方法可以反映患者的意识水平及残余意识。基于此，本文就 EEG 在意识障碍及

CMD 诊断和预后预测方面的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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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including coma, unresponsive wakefulness syndrome (UWS)/the 
vegetative state (VS), and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MCS), are a prevalent complication following severe brain injury. 
Cognitive-motor dissociation (CMD), characterized by absent behavioral signs of consciousness but preserved neural 
activation detected by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or advanced imaging, such as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occurs in approximately 25% of behaviorally unresponsive patients. As a non-invasive, bedside tool, 
EEG provide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consciousness levels and residual cognitive capacity, with CMD detection carrying 
significant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This review synthesizes recent advances in EEG-based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and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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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临床上主要通过行为学量表评估患者意识，但由于

评估的主观性，误诊率高达 40%。因此，意识障碍患者的残

余意识评估对临床医生而言是一个真正的诊断难题，关系到

是否撤出生命支持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大量研究 

已经证明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正电

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PET） 

等技术可用于监测意识障碍患者中的隐性意识。其中，EEG

可以捕捉大脑正常与异常的电生理活动，能够在行为反应出

现之前反映意识状态，是对行为学评估和脑功能成像的重要

补充，同时也是识别和预测意识恢复的有效工具。与 PET 和

fMRI 等影像技术相比，EEG 具备高时间分辨率及成本低廉、

便于携带、操作简便等显著优势，广泛用于评估昏迷患者的

脑功能。故本文主要讨论 EEG 在意识障碍及认知运动分离 

（cognitive-motor dissociation，CMD）诊断和预后中的价值。

1 文献筛选流程 

 本综述通过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PubMed 数据库、科

学 网（Web of Science）、荷 兰 医 学 文 摘 Embase 数 据 库、中

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检索时间范围为

2005 年 1 月 至 2024 年 6 月。 英 文 检 索 词 包 括“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cognitive motor dissociation”“electroencep

halography”“EEG”“event-related potentials”“brain-computer 

interface”等 ；中文检索词包括“意识障碍”“认知运动分

离”“脑电图”“事件相关电位”“脑机接口”等。纳入与意识

障碍及 CMD 相关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综述性文献，排

除与主题相关性不足或数据不完整的文献。

2 意识障碍与 CMD 

2.1 意识障碍 ：意识是一个多方面的概念，但传统上分为觉

醒和意识两个主要组成部分［1］。觉醒能力反映了上行网状

激活系统的功能［2］，而意识则更为复杂，被归因于大脑皮层

及其皮层下连接的功能完整性［3］。目前意识障碍的发病机

制并未完全明确，其特征为觉醒、意识或两者的中断［4］。根

据觉醒程度以及是否存在有意识的行为，意识状态可进一步

划分为昏迷、植物状态（unresponsive wakefulness syndrome，

UWS）/ 无反应性觉醒综合征（vegetative state，VS）、微意识状 

态（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MCS）或脱离微意识状态（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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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eMCS）。其中，MCS 根据是

否表现出与语言相关的行为，又可分为 MCS+ 和 MCS- 两种

亚型。目前，针对不同意识状态的评估主要依赖于临床行为

学量表，例如格拉斯哥昏迷量表、全面无反应性量表和昏迷

恢复量表等。在这些量表中，修订版昏迷恢复量表被认为是

当前诊断准确性最高且最敏感的工具。然而，尽管优质的行

为学量表可降低误诊率，但过去 10 年内已发现，有少部分意

识障碍患者虽无法表现出任何接受性语言相关的行为迹象，

却能在精神层面对主动神经成像或电生理范式做出反应。

2.2 CMD 的概念与提出：脑损伤后出现意识丧失的患者中，

存在对运动命令的大脑激活却无命令遵循行为迹象的情况，

被称为 CMD。2008 年，Owen 和 Coleman［5］报告了 1 例年

轻女性严重脑损伤患者，在伤后 5 个月被诊断为 UWS，当执

行心理意象任务时，其 fMRI 检测到的大脑活动与健康对照

者相似。2010 年，Monti 等［6］采用相同的 fMRI 范式对 54 例

患者进行测试，发现 2 例临床诊断为 VS 的患者和 3 例临床

诊断为 MCS 的患者能够完成任务 ；其中 1 例患者可通过运

动意象或空间意象对自传体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回应，

实现交流功能。此后，一系列针对床旁无行为学反应患者大

脑活动检测的研究相继发表，证实了存在隐蔽认知的患者群 

体［7-8］。另有研究表明，创伤性脑损伤患者更有可能出现

CMD［9-10］。同时，Fernández-Espejo 等［11］通过 fMRI 结合纤

维束造影技术，对 2 例创伤性脑损伤所致 CMD 患者进行病

例对照研究，提出隐性意识患者缺乏有意运动的潜在生物标

志物（即运动丘脑皮质纤维的特异性损伤），强调了丘脑对执

行有意运动的重要性，且可能为行为无反应患者的恢复性

治疗提供靶点。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对 353 例意识障碍

患者进行基于任务的 fMRI 和 EEG 检测，结果显示，241 例

UWS 患者中 60 例出现大脑激活反应，且 CMD 更易发生于

年龄较小、慢性意识障碍及创伤性脑损伤患者群体［12］。

3 EEG 技术在意识障碍中的应用 

3.1 自发脑电 ：在静息状态下，EEG 技术可监测到大脑皮

层神经元的自发活动及其网络特性，当脑组织因各种因素

受损时，EEG 可呈现异常表现。近年来，通过对静息态 EEG

数据进行时域分析、频域分析、非线性分析以及脑网络分

析，可以反映意识障碍患者的意识水平。

3.1.1 时域分析、频域分析、非线性分析 ：时域分析方法主

要依赖于对原始脑电信号的参数提取，但意识障碍患者的脑

电活动缺乏明显波动性和特征性波形。因此时域分析技术

在意识障碍研究中的应用受到明显限制，其诊断价值相对有

限。时域分析常与频域分析结合使用，通过在滑动时间窗口

内进行频谱分解，能够获取不同频率范围内的能量随时间变

化的分布特征。脑电信号具有明显的频段特征，包括 δ、θ、

α、β和 γ 5 个主要的脑波频段［13-14］，其中 δ、θ和 α频段

是评估 MCS 和 UWS 的重要频段，在损伤较重患者的 EEG 中， 

可出现 θ或 δ 脑电波形的普遍减慢，并伴有癫痫样活动、暴 

发抑制和 α昏迷模式等异常抑制模式。在非线性分析领域，

常用方法包括 Lyapunov 指数、Lempel-Ziv 复杂度和熵分析

等，这些技术通过量化脑电信号的复杂性和随机性特征，可

以更好地评估患者的意识状态［15］。熵和复杂度越高，表明

意识障碍患者的意识水平越高［16］。

3.1.2 脑网络分析 ：基于 EEG 的脑网络分析可通过检查大

脑区域之间的功能连接，识别患者大脑网络的异常模式。意

识障碍患者的大脑功能连接通常会减少或受损，尤其是默认 

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和前额叶 - 顶叶网络［17-18］。

利用 EEG 研究上述网络的功能连接性、有效连接性和拓扑

特性，对于意识障碍的诊断和预后非常重要［19］。Hao 等［20］

对 178 例意识障碍患者的脑网络进行深入研究，采用图论结

合高阶拓扑方法，揭示在脑网络中具有更低分离性、更高整

合性及更强网络稳定性的患者预后较好。Chennu 等［21］利

用高密度 EEG 技术，将脑电信号的频谱连通性可视化并量

化为密集的脑网络，发现这些网络的关键定量指标与患者行

为恢复的连续性相关，并且通过密集互连的连接中心枢纽的

存在的网络度量区分行为意识，其中 α网络连接与患者的

行为意识和大脑代谢呈显著正相关。

3.2 睡眠 EEG ：在睡眠阶段，纺锤波的存在可反映丘脑功

能的完整性，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rapid eye movement，

REM）的出现提示脑功能完好，而睡眠模式的昼夜节律则提

示下丘脑功能的完整。人类意识状态与睡眠生理过程存在

显著关联性。正常睡眠结构和睡眠纺锤波的维持依赖于大

脑皮层网络及其深部核团的协调运作。人类的睡眠周期主

要呈现非快速眼动睡眠（non-rapid eye movement，NREM）和

REM 两种特征性状态。EEG 分析显示，特定频段的纺锤波

活动是评估丘脑 - 皮层回路功能完整性的重要电生理指标，

慢波活动与 REM 期的周期性出现则反映大脑整体功能的

稳定性。此外，睡眠 - 觉醒周期的规律性振荡是评估下丘脑

功能状态的关键生物学标志。意识障碍患者的睡眠电生理

特征包括无睡眠 - 觉醒周期、昼夜节律紊乱及纺锤波缺失。

MCS 患者的睡眠周期特征（包括睡眠纺锤波、K 复合波等标

志性脑电活动）在多个神经生理学参数上与健康人群具有高

度可比性，提示 MCS 患者可能保留了相对完整的睡眠 - 觉醒

调节机制。一项针对 32 例意识障碍患者睡眠模式的研究显

示，所有 UWS 患者均未表现出昼夜睡眠节律，且相较于 MCS

患者，UWS 患者更易出现睡眠 - 觉醒周期和纺锤波消失［22］。

因此，分析意识障碍患者的睡眠结构特征，有助于鉴别 UWS

与 MCS。Kang 等［23］对 106 例昏迷患者进行床旁视频 EEG

监测，分别记录患者的 EEG 反应性（EEG reactivity，EEG-R） 

及睡眠 EEG，发现 EEG-R 与睡眠纺锤波联合应用时，对患者

行为学唤醒的预测准确性高于两者单独使用。基于此，研究

者提出“脑电觉醒”的概念，即同时存在 EEG-R 和睡眠纺锤

波，可作为早期预测昏迷患者行为唤醒的指标［23］。

3.3 EEG-R ：EEG-R 可定义为头皮记录的脑电活动对外部

感官刺激产生的弥漫性和短暂性变化，主要表现为频率与波

幅的改变，其存在依赖于外周感觉通路、脑干和皮质结构的

完整性。引起 EEG-R 的外部刺激主要包括听觉、视觉及疼痛 

刺激。Logi 等［24］评估了 50 例急性脑损伤后无意识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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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G-R 对意识恢复的预测价值，并根据 Synek 分类标准对

EEG 模式进行排序，其中 48% 的患者 EEG 为反应性，92%

的反应性 EEG 患者在 EEG 记录后 5 个月内恢复意识。虽然 

EEG-R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意识水平并提示预后，但

目前临床上主要通过视觉分析对其进行评估，且缺乏规范的

实施方案及评估反应性的确切时机，导致主观性较强。因此，

未来需对 EEG-R 的刺激方案和判读方法进行标准化规范。

3.4 诱发脑电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

是诱发 EEG 的一部分，描述了患者对外部或环境刺激进行

认知处理过程中的心理反应。目前常见的 ERP 成分为 P300

和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25］。对于意识障

碍患者，最常采用的是听觉 Oddball 范式，即通过偏差刺激

为行为无反应患者的认知能力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P300 作为一种正向 ERP 成分，在受到听觉、视觉或体

感刺激中的异常刺激后约 300 ms 出现，其存在主要反映大

脑皮层对感觉信息的感知加工和认知处理能力。在以往的

研究中，P300 潜伏期作为反映神经传递速度的指标，振幅作

为反映认知能力的指标，两者相结合可对意识水平进行有效

评估。Li 等［26］对 18 例意识障碍患者进行基于试听范式的

P300 诱发，并进行 3 个月随访，发现 P300 检测准确率越高

的患者修订版昏迷恢复量表评分越高，呈线性正相关 ；其潜

伏期和振幅降低程度与患者早期良好预后显著相关，具有较

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尽管 P300 的潜伏期和波幅的动态变

化与患者的临床恢复有显著相关性，但目前对于 P300 的具

体波幅和潜伏期值与意识转归的关系尚无明确定论。

 MMN 是将脑电信号叠加平均后标准刺激与偏差刺激诱

发的负性电位差，被认为是预测昏迷患者预后的良好指标，

但敏感性较差，需定期重复评估。Boly 等［27］采用动态 MMN

范式对比分析 21 例脑损伤患者（包括 8 例 UWS 患者和 13 例

MCS 患者）与 22 名健康对照者的脑电特征，发现健康对照组 

与两类意识障碍患者在 MMN 波形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为

意识障碍的神经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多项研究提示，

MMN 对患者预后有较高的阳性预测价值［28-29］。刘婉清［30］

研究发现，P300 可用于 VS 与 MCS 患者的鉴别，且联合使用

MMN 与 P300 预测意识障碍患者良好预后的准确性要高于

二者单独使用。现阶段尚未确立能够有效检测缺乏明显行

为反应患者的残余意识及认知能力的最佳 ERP 范式。有文

献指出，在设计 ERP 任务时，宜采用主被动混合模式，并结

合情感相关性刺激材料 ；同时，应根据患者残留认知功能的

个体差异，灵活调整任务复杂度，实施个体化评估策略［31］。

4 EEG 在评估 CMD 的应用 

4.1 基于任务范式 EEG ：在基于任务的 EEG 评估中，受试

者需根据指令完成特定任务，如运动想象、计数任务、计算

任务及空间导航等，记录任务态下的 EEG 信号，并将其与静

息态脑活动进行对比分析。通过观察脑电活动的频率和振

幅变化，可以识别自发性大脑活动模式。只有对任务产生响

应的、由大脑皮层主动调节的活动才能作为 CMD 存在的证

据。Edlow 等［32］用运动心理想象任务，即让患者想象握紧右

手之后放松，通过 fMRI 和 EEG 检测急性重度颅脑损伤患者

中的 CMD，同时进行音乐范式和语言范式，测试缺乏语言功

能行为证据的患者对被动刺激的高阶皮质反应（higher-order 

cortex motor dissociation，HMD），研究表明，基于任务的 EEG

对语言的敏感度最高，其次是音乐和运动意象，可在对主动

任务反应不明显时反映残余意识。Claassen 等［33］的研究显

示，104 例急性脑损伤无反应患者中，有 16 例（15%）患者在

损伤后通过 EEG 检测到对口头运动命令有脑活动，且患者

预后更好，结合机器学习分析，可以检测到特定的大脑激活

模式。Bodien 等［12］前瞻性纳入 353 例来自不同中心的意识

障碍患者进行基于任务的功能 fMRI 和 EEG，以评估患者的

命令执行水平（例如“想象打网球”“想象张开或握紧你的

手”及视觉和听觉辨别任务），结果显示，在 241 例 UWS 患者

中，60 例（25%）对想象任务有大脑激活反应，即存在 CMD， 

其中 88% 的 CMD 可通过基于任务范式的 EEG 进行评估。

4.2 基于 P300 的脑机接口（brain computer interface，BCI）：

BCI 是一种将大脑活动转化为人工输出的技术系统，可通过

多种方式获取大脑信号，其中 EEG 因其成本低、操作简便和

安全性高而在意识障碍患者中得到广泛应用，可评估意识障

碍患者的残余意识并作为其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基于 EEG

的 BCI 技术能依赖于感觉运动节律、P300、稳态视觉诱发电

位（steady-state visual evoked potential，SSVEP）或慢皮层电

位，已被用于检测重型脑损伤患者的命令脑激活模式，并可

有效识别 CMD，其中基于 P300 的 BCI 应用最为广泛。Lulé

等［34］首次利用基于 EEG 的 BCI 系统检测到 MCS 患者在无

临床行为反应情况下的指令跟随能力，通过简单的听觉范式

结合 P300 检测，为 CMD 的评估提供了一种新方法。Li 等［35］

结合 P300 和 SSVEP，对 11 例意识障碍患者进行数字识别、

比较和加减法任务测试，结果显示，2 例 VS 患者、1 例 MCS

患者和 2 例 eMCS 患者的任务准确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且

其 EEG 中检测到 P300 和 SSVEP 信号。Wang 等［36］和 Xie

等［37］的研究采用视听联合刺激诱发 P300 以检测患者意识，

证实相比于纯视觉或纯听觉刺激，视听整合的多感觉整合效

应可增强 ERP 成分，提高 BCI 系统的性能。随后该团队［38］

对 78 例意识障碍患者分别采用照片范式、数字范式和视听

觉范式在线捕捉 P300 电位，其中 44% 的患者检测出 CMD，

且在行为水平恢复意识的机会更大，其中 UWS 组 BCI 预测

意识恢复的准确率为 82%，敏感度为 75%，特异度为 88%，

强烈提示 BCI 在预测 UWS 患者临床结果方面的潜在用途。

5 展 望 

 对于意识障碍及可能存在 CMD 的患者，目前 EEG 在临

床上具有获取方便、成本相对较低且实施简便等优势。然

而，关于 CMD 的研究多聚焦于慢性期意识障碍患者，仅有少

数研究关注急性期患者。事实上，准确评估急性期患者的残

余意识状态，对预后判断及临床决策制定有重要意义。无创

EEG 检测或可成为对急性期患者进行意识状态评估和预后

预测的最优选择。利用高密度 EEG 技术进行床旁监测的个

体化苏醒预测准确率可达 87% ；同时，随着神经电生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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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进步，CMD 的检出率相比以往提高了 5%～10%，甚

至更高［12］。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患者在进行运动

想象任务时的主动注意缺失、镇静药物的影响以及仅采用

单一检测手段等。为进一步提高 CMD 的检出率，未来应采

用多模块监测的综合评估策略。目前关于检测 CMD 电生理

范式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仍有争议，因此需要更大样本、多中

心的研究对 CMD 的检测及其预后进行充分验证，并在此基

础上逐步实现 EEG 检测方法的标准化与简化，使其更精准

地识别 CMD。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将 EEG

与机器学习及 BCI 相结合，有望更高效地应用于 CMD 检测，

甚至实现与 CMD 患者的交流。同时，仍需开展更多基础性

创新研究，以更深入地探究认知 - 运动分离的神经机制，明确

神经递质系统在恢复患者行为反应性中的潜在作用，进而为

临床干预提供新靶点，并指导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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